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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权合法性建构 1）
— 一种舆论学视角的考察
张丹  
摘要  王权合法性的建构一直是古代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历史学与政治学等学科对
此的研究颇为深入。本文采用舆论学视角，考察中国古代王权合法性的建构，尝试为古代中国的研究提供
另一种面向，同时也为拓展传播学自身研究范畴和锻造本土化传播观念做积极尝试。舆论不仅是感知社会
的“皮肤”，也是制约权力的“力”，对中国古代王权合法性建构而言，它大致通过四个舆论指向：神、圣、王、
民，逐渐完善合法性的书写。每种舆论指向背后的建构逻辑虽有不同，但它们之间并非相互隔绝的单向度
演进，而是在历史变迁中滥觞、摩荡、交融，并最终汇成一种广泛而通达的王权舆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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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罗 德·英 尼 斯（Harold Adams Innis）在《帝 国 与 传 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中 提 醒 世 人 要 从 历 史 构 建 的“宏 大 模 式”中，深 挖“历 史
运行机制”，注意传播在帝国扩张与文明存续中的作用[1]，拉开了传播学界以
“传播”观“历史”的帷幕。秦至希在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传播》中指出，“社会政治结构与传播结构存在着共协关系”，他引
证英礼士的结论，认为“传播体制直接表现着社会政治文化机制” 。[2]陈谦
更加认为，“一个政府组织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他的传播方式”。[3]这是“传播”
不断被推高、被越来越重视的过程。近年来，中国传媒大学的荆学民、白文刚
等人发起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如今在学界已渐露峥嵘，他们对政治传播的
1）基金项目：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项目（2017GF017）；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校
长基金·创新团队”项目“海峡两岸舆论：动力机制及其演化轨迹研究”（20720171005）。
[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序言[A].（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G].何道宽译.北
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9-29.
[2]孙旭培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3.
[3]陈谦.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33.
ISSN1007-2438  2019年第3期新闻界 博士生新论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9.03.010
81
定义为：“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
接受的过程”。并圈定了两个限定条件：一是，“政
治信息”只能是“政治”的；二是，这种政治信息
是在“扩散和接受”状态中，概言之，应在政治秩
序的建立、维持、改变与政治运行等一些列政治
活动中探讨传播。[4]这种定义是相当贴切和全面
的。
但 是，政 治 传 播 行 为、途 径、环 境 和 形 态 等
内容背后，似乎有一个更加基础而深邃的核心，
它像磁极一样，吸引、刺激和驱动着绝大多数政
治 传 播 行 为 的 发 生。 依 现 代 政 治 学 的 研 究，包
括传播行为在内的所有政治活动中，驱动一切政
治行为的核心是建立与维持权力合法性，即“对
统治者权力的承认” [5]。那么，这里的“承认”到
底是何意？从传播学角度观之，广泛的社会“承
认”可以同义为舆论认可。舆论不仅是感知社会
的“皮肤”，也是制约权力的“力”，罗素（Bertrand 
Russell）很早就认识到了舆论与权力的关系，他
提出权力承认的关键，在于指涉权力问题（舆论）
的开放性：“想把任何一种形态的权力孤立起来
的企图，一向是而且仍然是许多具有重大实际意
义的错误的根源。” [6]为此他甚至声称：“舆论是万
能的，其他一切权力形态皆导源于舆论。” [7]因此，
政治问题的核心要引向“合法性”建构，而传播问
题则要聚焦“舆论”。
合法性建构既是一种哲学改造，也是一种历
史书写。回溯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很少有与生
俱来的合法政权，合法政权都是经过或长或短的
合法化过程而实现的，但是，为维护自身统治而
进行的合法性话语争夺和舆论建构，却始终是统
治者们所孜孜追求的。若依葛兆光所言，毋宁说
“华夏文明”，其实就是逐渐由权力确立它的合法
性，将其扩张与辐射到整个中国，并由时间把它
渐渐积淀成“历史”，皴染为“传统”[8]。基于此，
笔 者 认 为，我 们 有 必 要 对 中 国 古 代 王 权 合 法 性
建构中的重要舆论：权力来自于何处？何人可称
王？王将受到何种力量制约？王权的统摄边界
是什么？等等，进行梳理。并且需要明析不同的
舆论指向，及其背后的“舆论力”是如何作用于合
法性建构的？它独有的形成逻辑和发生机制是
什么？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用一种相对宏观
的视纬深入历史变迁中的考察王权与舆论。
一、天赋王权的舆论建构：合法性的神性承袭
合法性塑造历来是多元的，最原始的做法是
王权舆论的“神化”，即将王（权）绑定在的天（天
命、天志）上，这种行为背后是古代根深蒂固的
“天命”信仰的支撑。《说文解字》：“王，天下所
归往也。”《康熙字典》引用《广韵》解释：“君也，
天下所法。”都意在强调王自“天”派生而来。古
代中国舆论中的“天”更像是主宰世界的“人格
神”，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庞大神秘活物[9]，
不仅具有神性，且懂得自身意志的传递。古代社
会“通天”性本身就暗示着权力垄断，张光直指出：
“‘天’是智识的源泉，因此通天的人是先知先觉
的，拥有统治人间的智慧与权利……占有通达祖
神意旨手段的便有统治的资格。” [10]最早具有通
天（神）性的是民神杂糅时期的巫师，后经五帝时
代天神与地祗分离的“绝地天通”转向后，帝—
神分治格局下与天沟通的主体逐渐转为“帝”[11]。
事实上，上古舆论中的王都是通天（神）的，黄帝
“生而能言，役使百灵”（《抱朴子》），帝尧“其仁
[4]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
（4）：18-22.
[5]（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
[6]（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97.
[7]（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5、97.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31、47.
[9]江晓原.天学真原[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9.
[10]（美）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07.
[11]陈赟.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J].江苏社会科学，2010（4）: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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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其知如神”，帝舜“遂类于上帝……弁于群
神”（《史记·五帝本纪》），“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
（《国语·鲁语下》），概莫如是。直到“绝地天通”
后，通天的巫性逐渐内化为上古君王“某种体制
化、道德化的行为和品格”，催生出“巫君（王）合
一”、“政教合一”的政治生态，李泽厚称之为“中
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和“中国思想大传统
的根本特色”。 [12]
然而，“通天”的舆论只在强调王具有某种异
能，却不足以确证权力承袭的合法性，因此需要
加盖“天命而王”、“君权神授”等“神化”舆论印
章。其中，最常用的办法有三种。其一，是自比“天
子”，宣称“受命于天，代天施治”。唐以后帝王的
尊号与谥号中多有“统天”、“仪天”、“感天”，皆在
强调王与天的“联系”。其次，是营造君王感生的
“神化”舆论。《诗纬·含神雾》：“太跡出雷泽，华
青履之，生宓牺。”伏羲感迹而生。《河图·始开图》：
“黄帝……母地祗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斗枢
星，耀感附宝，生轩，胸文曰‘黄帝子’。”黄帝感
大电绕北斗之枢星或权星而生。另有少昊感金
星而生，颛顼感瑶光贯月而生，尧感赤龙而生，等
等。针对这种远古帝王的感生神话，郭沫若、宋兆
麟等学者将其视为远古图腾信仰的产物[13]，或是
母系氏族社会“民知其父，不知其母”的反映[14]，
易言之，都具有远古蒙昧文化的残迹，这是可以
理解的。但汉以后出现在史书中的帝王感生神
话，则大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动机。譬如，《史记·高
祖本纪》与《汉书》中刘（邦）母与蛟龙交合而生
“龙之子”的记载，在《宋书》中却有了新的复写，
添加了“玉鸡衔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宋
书·符瑞上》 ）。“龙之子”的政治“隐喻”在《宋书》
中已经非常直白地变成（刘邦）“天命为王”。再如，
《魏书》与《三国志》中魏文帝曹丕的感生神话为：
“帝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圜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
气者以为至贵之证，非人臣之气。”（《三国志·魏
书二·文帝纪第二》）其文毫不掩饰曹丕“至贵”、
“非人臣”的天子命。事实上，这种通过梦与神交、
梦日、梦神光、紫气等感生神话，在古代舆论中屡
见不鲜。据台湾学者孙广德的统计，自汉代始，算
上曹丕、王莽、刘备、孙权，中国古代开国帝王有
感生神话的共23人，占开国帝王总数的 92%。[15]
单就魏晋南北朝而言，正史中出现的政治感生神
话就有《三国志》5处、《晋书》10处、《梁书》2处、《陈
书》1处、《魏书》4处、《北齐书》3处、《周书》2处、《南
史》3处、《北史》1处，共31处。[16]可见，帝王感生“神
化”俨然已经成为书写王权合法性舆论的常规手
段。最后一步是王权“天命之”舆论的刻写。《尚
书》中的“奉答天命”、“惟辟（君主）奉天”就是商
周时期“天命”舆论的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
露·为人者天》中宣称：“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
受命于君。……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 
[17]堪称是对天命下的天子极致崇拜的代表。这要
求社会既要服从上天的安排，更要顺从君王的统
治，这时君王的个人意志与上天的天命便合二为
一了。合法性绑附在这种神圣权威的外衣下，民
的地位受到“天”与“王”的双重役使，如谭嗣同
所言：“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
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
不敢不受。” [18]
古代君主将自身与天志相绑，通过对“天”
的不断推离与拔高，营造天人合一之下自身不容
置疑的权威性，这也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
[12]李泽厚.说巫史传统[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1-12.
[13]宋兆麟.巫与巫术[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26-29.
[1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上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9-20.
[15]孙广德.我国正史中的政治神话[C]//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6辑）.台北：幼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6：65.
[16]梁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政治感生神话探析[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63-68.
[17]董仲舒撰、陈蒲清校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M].长沙：岳麓书社，1997:183.
[18]谭嗣同著、吴海兰评注.仁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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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的传统型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获得政
权合法性的方式之一，“之所以能够有统治权，或
者是因为他的家族一直有统治权，或者因为他是
神所选中的” [19]。具体到中国古代而言，“天”往
往有着特殊的宗教意义，刘泽华认为天人合一带
来了帝王的泛教主属性。[20]可以说，天人合一的
产生是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适用的协
调关系，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地适应遵
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崇拜。[21]
在葛兆光看来：“‘天’（宇宙）与‘人’（人间）的
所有合理性在根本上建立在同一个基本的依据
上……在这个背景中，延续和笼罩一个文化时代
的知识和思想系统被建立起来，它在一段时期内
会呈现出绝对的稳定性，在这个根基上，人们运
用思考、联想和表述，知识与思想通过语词似乎
完美地表达着世界的秩序和存在的秩序，因为在
一 个 时 代 中，知 识 与 思 想 总 是 需 要 而 且 拥 有 统
一的秩序，但是一旦这种根基被动摇，秩序被搅
乱，知识与思想就会失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有效
性。” [22]简言之，“天人合一”带来了一种政治稳
定性。笔者以为，“神化”舆论的建构，一方面囿
于社会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则是神性外衣确可带
来权力的先验性与超绝性。然而，只靠“神化”构
建的权力并不具有长久的稳定性。梁漱溟称：“所
谓宗教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
面之安慰勖勉的。”一切宗教式的东西都有其相
通之处的特质：“超绝”与“神秘”。“超绝”意为
“感觉所未接”、“理智所不喻”，或可统称为“外乎
理智”，而神秘更是理智不喻的。宗教的非理智
性很难被信任，因而“在人类生活上难得稳帖和
洽”。[23]诚然，当附着在权力上的神秘主义逐渐褪
色之时，权力的合法性建构必然要寻求一种更为
自洽的话语，比如—由“神”向“圣”（理智）的
舆论让渡。
二、王权储道的舆论取向：合法性的理性调适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把公元
前500年 前 后 同 时 出 现 在 东 西 方 的 人 类 文 化 突
破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并将这一时期
的特征概括为理性精神开始参与现实世界改造
中的“终极关怀的觉醒”。 [24]春秋战国时期的中
国就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和各种舆论思潮爆
发的年代，现实世界济世救民的理性主义亟迫要
求人们从祭天敬神中抽离，将神性排挤到身后，
处在舆论漩涡中的诸子们“周游行说”，“著书言
乱之事，以干世主”，充当政治传播舆论场域中的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他们对王权合法
性编织自然被注入“圣”、“道”等理性精神。
《说文解字》：“圣，通也。”圣人之“圣”，是因
为圣人通晓常人所不知的天地奥秘之“道”。当
然，这里的道也包括经世为政之学。刘泽华在《王
权思想论》中总结了先秦时期“圣人”与“道”存
有的三种关系：将圣人视为道之原，认为天地万
物的道发源于圣人，圣人作《易》以立天道、地道、
人道（《易·说卦》）；或认为道源自“上”（天），圣
人来自“下”（地），两者有高下之别（《易·彖传》）；
抑 或 将 圣 与 道 视 为 作 化 育 万 物 的 要 素，没 有 位
格差异，“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庄
子·天下》）。[25]不管“道”与圣人的关系到底为
何，它都是道之超然性与实在性在落实于“人”并
与之发生亲密联系的体现，这也为圣人治世舆论
的形成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在以孔、老为中心的
[19] （美）兰德尔·柯林斯、（美）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M].李霞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204.
[20]刘泽华.王权思想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7.
[2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02.
[2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31、47.
[2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6-99.
[24]（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13.
[25]刘泽华.王权思想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0-31.
博士生新论
84
儒道早期舆论中，对圣人行道的天经地义性都作
了指示与限定。孔子认为圣者是“德合天地，变
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
而遂成惰性，明立日月，化行若神……此圣者也”
（《孔子家语·五议》）。老子虽崇尚“无为而治”，
但却承认通晓万物之道（“得道”）的圣人行“无
为”以治世，“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
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道德经》第
四十九章）。此时，“通晓万物之道”和“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是共筑圣人之为“圣”的基本标准，以
此为宗的圣人“行道”才具有加冕为“王”的合法
性。荀子倡行的“尊圣者为王”：“天下者，至重也，
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
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
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正论》）墨子号召“选
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上》），等等，
也皆是此意。同时，也反映出春秋时期的圣人行
王政的舆论已不鲜见。
但 是，真 正 贯 通 道 德、知 识（道）和 权 力（王
权），并将其上升至“名实合一”高度的是“圣王”
舆论的出现，它为圣人为王提供了“名正言顺”的
合法性依据。首次出现在《左传·桓公六年》中
的“圣王”，理论上创造了谁是圣人，谁即可称王
的可行性。墨家引发的舆论中，有大量圣王“义
利天下”的言论：“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
贤”（《尚贤》）；“故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
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
害”（《天志》），等等。儒家也有“圣王”之说，如
孟子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
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下》）“圣王”更像
是寄托了诸子们的道德理念与执政方略的理想
化君主形象的投影。孔子身后的儒家舆论，多尊
孔子为“王”，比如子贡、宰我、有若等弟子“圣化”
孔子为贤于公认的圣王尧舜、生民未有，自然应
与“王”契合。[26]孔子无官职、土地与人民，却被
后世儒者尊称为“素王”，释迦牟尼未涉足中国，
更 无 半 点 权 势，却 被 中 国 佛 教 徒 被 尊 为 三 界 的
“空王”，这种舆论似乎都是后人对得道圣人未能
行使王权的一种惋惜，通过追谥的方式弥补这种
缺憾。
当 得 道 之 人（圣 人）为 王 成 为 一 种 新 的 舆
论指向时，它的焦点就不仅包括“圣人”、“王”、
“道”、“圣人之责”等概念限定，也涉及“为何是
圣人”，“圣人何为”，以及圣、道、王三者关系等一
系列问题，王权合法性被推至形而上的命题，即
君王要和道之间亲密关系的构造，和“天道、地
道、人 道 及 三 者 的 合 一” [27]的 实 现。 汉 娜·阿 伦
特（Hannah Arendt）早已指出：“为权力的行使赋
予合法性的权威必须来自一个在权力领域之外
的东西。” [28]西方世界虽也有“圣人为王”之说，
但这种“圣”似乎更偏于宗教性[29]，托马斯·霍布
斯（Thomas Hobbes）称：“‘圣’和‘专有’两词在
上帝的王国中也必然是意义相同的。” [30]16世纪
开始的宗教改革，加尔文主义者声称的“因信称
义”，主张个人“完全的无能力”（Total inability）
和 上 帝 拣 选 的“无 条 件 选 择”（Unconditional 
election）也只是将“圣”推向更高更远。[31]抑或，
同处轴心时代的希腊文明尝试将权威诉诸于知
[26]参见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14-126.
[27]刘泽华.王权思想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8.
[28] （德）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M].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14.
[29]东西方“圣”之观念是有差别的，牛津词典对西方的圣（Saint）的解释为“a person that the Christian church recognizes as 
being very holy，because of the way they have lived or died”，它与神圣者（Holiness）圣父（Holy Father）圣子（Holy Son）之间
渊源颇深，而基督世界的圣人崇拜多体现在中世纪教会的“封圣”仪式。而中国的“圣”出于“神-圣（巫）-俗（人）”三分
世界中的中层，体现在圣人对道统与政统的兼承。（参见潘祥辉.传播之王：中国圣人的一项传播考古学研究[J]，国际新闻
界，2016（9）：20-45.）
[30] （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28.
[31]参见刘光顺.成圣路径内化的中西差异—以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例[J].宗教学研究，2017（3）：
24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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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绝对理性，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塑造的
“哲 学 王”（Philosophy-King），寄 托 于 哲 学 式 的
“政治对话”尝试对大量关系模式进行引导，从而
实践“理性”治国，遗憾的是哲学家并没有实现对
城邦的“权威”，也没有获得汉娜·阿伦特所说的
“超外”权力。[32]
但是，中国古代却采用了另一种建构路径，
并没有把域外的“理性”推向虚无，或直接付诸于
政治实践为具体法律条例或政治制度，而是将其
“虚化”和“内化”为一种非强制性、落实于主体
的“道性”与“德行”（可统称为“圣性”）的调适，
创造一种“内在重塑”以达至圣人的独特理性主
义[33]政治舆论，以规避现实世界的政治攻讦。儒
家对这种路径的践行更为彻底，它对后世的影响
也最大。具体说来，自孔子将“人”分为“生而知
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和“困而不学”四
个的层级，并自承为“学知”之人始，就为“由凡
入圣”打开了窗口。孟子的“四端说”由心、性出
发，强调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
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至完备，在政治实践领域
反映为治国以修身为纲的生命自觉，这将孔子之
“学”引至更为具体的为学次第和进德阶序上。
战国后期的荀子，一方面倡导“化性起伪”的教化
论，肯定后天之学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对为学至
极能否“成圣”抱有审慎的态度。[34]尽管如此，这
却丝毫不损害他对道德基础的建构，要通过外在
的“礼”规训凝结为“权威与等级”，与内在“学”
汲养转义为“道德与理性”路径的推崇。杜维明
先生说：“按荀子的设想，儒家的‘学’是一个社
会化的过程，古代的圣王明君、典籍文献、传统惯
例、师长、政府的法规以及官吏等一切权威，都是
转变人性的重要资源。” [35]及至宋明，“学”的具
身化渐次滑转为人性之“修”，这就预设了一个更
加内在的本体—心。这种思想源自孟子与子思
（《中庸》），强调圣人“赞天地之化育”的能力在于
“至诚”与“尽性”。朱熹强调“天下至诚”的关键
在于“圣人之德之实”，因为“至诚惟能尽性，只尽
性时万物之理都无不尽了”，而个人的成圣就要
做到至诚。[36]王阳明将圣同义为“心圣”，而成圣
的关键在于“养心”，例如他在《象山文集序》中
第一句便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如此，在荀子、
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言论倡行下，“圣人治世”的
舆论议题逐渐一步步引至“人”，当“为政”成为
一门修为（道）“技艺”，形而上的“圣”之内核必
然由“心理层面的服从”转义为“价值层面的认
同”，这是中国古代舆论建构王权合法性的一大
特点。
三、神圣之王的舆论一律：合法性的垄断实践
英 国 牛 津 大 学 的 法 哲 学 家 约 瑟 夫·拉 兹
（Joseph Raz）指出，知识和专长并不能赋予统治
的权利，而只能是政治权威的次要理由，合法性政
治权威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有效（effective）权威，
即将权力（power）视为影响力（influence）。[37]落
实到王权合法性而言，这种观点是非常贴切的。
先秦理性的觉醒与舆论世界的开放实现了圣性
[32]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3-75.
[33]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谈到的中国古代理性主义是指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理性主义传统，主要强调道德、人伦和礼乐等，
与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所说作为“权威的敌人，偏见的敌人，传统、习俗和习惯的敌人”的现代西方理性主义不同。
（参见（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
[34]《荀子·性恶》篇中，荀子以“自难”的形式提出：“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可以而不可使。”荀子在理论
普遍性上明确宣称“人皆可以为禹舜”，“心之所可”具有深沉的力量，但“可欲性”在现实世界往往会遭遇诸多曲折以及
人的“意志无力”问题，因而成圣很难达至。（参见东方朔.“可以而不可使”—以《荀子·性恶》为中心的诠释[J].诸子学刊，
2012（2）：217-236.）
[35] （美）杜维明.儒教[M].陈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7.
[3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5：381.
[37] （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C].朱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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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生活的内嵌，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治世的
成功。事实上，在孔子的眼中也唯有尧舜才堪称
圣王并获得了王之实，而圣人为王更像是现实困
境逼仄下的幻想产物。随着秦汉“封建天下为合
法之分割”走向“专制天下为绝对之一统” [38]的
重大社会变革，一方面，促使合法性亟需寻求一
种更加通适的话语以应对变革带来的正当性挑
战，另一方面，“大一统”政治桎梏下“舆论争鸣”
逐渐走向“舆论一律”，政治权力的介入与舆论一
律的合流促成“王”对神、圣的收编与垄断。换言
之，王对圣、道的采借模式由应然（应为之）到实
然（实为之）的舆论空间内，被操纵、引导并嵌入
了大量“必然”性依据。从舆论学视角观之，这似
乎是两种舆论场（官方和民间）摩荡共谋的结果。
（一）秦始皇、董仲舒等代表“官方舆论场”
的显性建构
自秦始皇以降，君主专制制度被正式确立，
王权达到巅峰，以至“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此时，合法性的议题首先要回归到对“王”的身份
重新阐释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
在荡平六国，一统天下后自谓“真人”，何谓真人？
“真 人 者，入 水 不 濡，人 火 不，陵 云 气，与 天 地 久
长”，其实就是“得道”的仙人。此种言论是早期
社会“巫王”舆论的复辟，将“神”性召唤出来并
注入王权之中。杨向奎说，早期社会“天人交通”
的垄断是获取治权最重要的依据：“垄断了交通
上帝的大权，他就是神，没有不是神的国王。” [39]
秦始皇即使已经拥有世俗世界的实际治权，却依
然需要神性舆论的确证加持。可见“神化”舆论，
到 了 秦 朝 依 然 很 有“市 场”。 此 外，秦 始 皇 在 总
结统自己丰功伟业时，反复强调自己是“体道行
德”“圣智仁义”，营造出自己的胜利也是“道”之
胜利的舆论，且周身以“圣”包围，譬如“秦圣”、
“圣旨”、“圣恩”、“圣决”，等等。这些言论由圣王
一体，君神一统出发，从圣人为王的角度把君主
专制说成了逻辑的必然，深深地影响了古人的王
权观，此后历代皇帝言必称神（天子）圣（圣上），
也都源于此。事实上，神、圣垄断同归于绝对化
个人权威的实现，这点和马克思·韦伯称之的“卡
里斯玛”（Chrisma）式的人物相通，他们都具有
超自然的力量和与生俱来的带有某种神圣性的
品质。
与 秦 始 皇 直 接“宣 称”对 神、圣 的 占 有、垄
断 方 式 不 同，西 汉 时 期 的 官 方 经 学 博 士 们 着 重
对“王”进行哲学改造，试图通过不断拔高王之
地位，最终实现对神、圣统摄的舆论。以董仲舒
为代表，具体说来，第一次是通过“唯天子授命于
天”的言论，彰显“王”的独特地位。董氏认为，
王具有“拨乱世，反诸正”的效力：“王者皇也，王
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
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
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
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
则不全于王。” [40]王之所以有此能力，是因为感应
了上天，而且只有王才可承接“天道”。即人间的
君主“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
端云尔” [41]。但这时王虽然地位极高，却还要依
天道、天命、世运等来治理社会。第二次是著名
的“王道通三”演绎，将“王”奉为“天地人主一
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董氏指出：“古之
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
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
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
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
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
仁。” [42]通过对“王”字的解析，天道、王道、地道
与人道被“混通”于一体，这种精心而为之的操
作，将王道推到了天道的高度。有意思的是，许
[3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241.
[39]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63.
[40]董仲舒撰、陈蒲清校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M].长沙：岳麓书社，1997：170.
[41]董仲舒撰、陈蒲清校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M].长沙：岳麓书社，1997：306.
[42]董仲舒撰、陈蒲清校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M].长沙：岳麓书社，199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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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在《说文解字》中完全沿用这种说法，并引孔子
的“一贯三为王”来强调“王者参通天地人” [43]，
这是值得玩味的。更有甚者，董氏认为王还可超
越天的制约，“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
之势”，不再“屈于下”，而是与天并肩，“天地人主
一也”。[44]如此，中国古人信仰的“天人合一”的
重心便滑转为“天王合一”。这种思维极具创造
性，冯友兰称董仲舒为真正“将汉帝国理论化的
哲学家” [45]。
但是，思想终归只是思想，它真正转化为社
会强势舆论的关键，还在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将其收归为“官方舆论场”中的正统言
论，并通过惩处“异端邪说”、“皆绝其道，勿使并
进”的方式，使“辟邪之说灭息” [46]。这就是拉兹
所谓的“权力”转为“影响力”的过程。如此，在
政治保障和“舆论一律”的双轨压制下，董氏建构
的合法性才得以进化为主流舆论，进而发挥出广
泛的“舆论力”。张分田认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标志着一次重大文化选择的完成，以儒为宗下，
中华帝制及统治思想业已基本完成。[47]
（二）韩愈、王船山等代表“民间舆论场”的
隐性建构
如果说秦始皇、汉武帝、董仲舒等人代表的
秦汉“官方舆论”，更多的是依附强势政治力量，
并定型了合法性王权的基本形制的话，那么后世
儒生代表的“民间舆论”（士人舆论）则通过另一
种相对柔性的方式，或妥协屈服于“王”的霸权
下，或开展对王权思想进行重构与修复，使合法
性更加通达妥帖，并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王权的
进一步集权化。
我们由贯穿千年的“道统”之辩来审视这一
路径的建构。“道统”虽滥觞于孟子，却成于韩愈，
论争的焦点为“圣人之道”的存续，但辩言的核心
也含“为王”之道。韩愈在《原道》中韩愈隐去了
道统与治统高低的问题，认为周公以上的得道之
人为王，使道能够再具体事务中推行；从周公以
下，继承道的都是做臣子，所以“道”在他们的学
说中得以弘扬，无论是君王行道还是君子弘道，
都是国家必不可少的，“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
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
之土中” [48]。牟宗三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描述
尧禹汤文武周公至于孔子的“道统”传承，看似表
彰了古代“圣王”，实则是将传统意义上的“圣王”
直接等同于儒家所遵从的“圣人”[49]。韩愈之后，
道统之争愈演愈烈，宋儒张载程颐、程颢、朱熹、
陆九渊等人对“道统”均有发微，但偏重于将“道
统”转向“道学”，力求对心、性、理的追求与阐发，
余英时称其为“内圣外王兼得”向 “内圣独存”的
过程。[50]主观上，他们希望“道统”实现对王权“柔
性”的规训，“以道抗势”下“得君行道”，然而现实
却是宋儒们不断调适退守于“道也”、“德也”的内
圣之域，渐臣服在“通神而圣”的王权身影下。[51]
“退守”并不代表放弃，亦有积极地反思与修
正。以清初大儒王船山的言论为例，他批判宋儒
将“道统”与“心法”联系起来的狭隘道统观，提
出“道统”与“治统”应并列起来讨论，两者分离
就会出现断统。即：
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
[43]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3.
[44]董仲舒撰、陈蒲清校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M].长沙：岳麓书社，1997：192-194.
[4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11.
[46]班固.董仲舒传[C]//《汉书》卷五十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784.
[47]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188.
[48]吴调侯、吴楚材编.古文观止[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370.
[49]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
[5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3-18.
[51]参见朱汉民.宋儒道统论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J].哲学研究，2018（10）：71-78;白欲晓.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
信仰的渊源与流变[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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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
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
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52]
针对“治统”中的帝王合法性问题，王船山
否定“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强调“必
循天下之公” [53]。针对王权“正统论”方面，他认
为“道”与“大公之道”才是根本依据，他说：“天
下之生，一治一乱，帝王之兴，以治相继，奚必手
相授受哉！道相承也。” [54]即有“德”、“功”的帝
王才是“以道相承”者，“道统”的问题最终还要
纳入“治统”。然而我们却不能把王船山看作是
“帝王”论的鼓吹者，事实上他有大量抨击专制君
主专横与残暴的政治言论，譬如他说：“万方统于
一人，利病定于一言，臣民之上达难矣” ，[55]“一
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56]，等等。
但是，当我们再次全面审察王船山言论时就会发
现，他虽否定“一姓之兴亡”作为治道的根本，却
一再强调“道统”与“治统”休戚相关，并积极肯
定“君天下”制度。“王”可继、可禅、可革，但“依
王而治”却不可违逆，即“明王之涖臣民也，定尊
卑之秩，敦忠礼之教，不失君臣之义” [57]。再如，
船山先生设计出的著名的“环相为治” [58]治术模
式，希望将“道”化约在天子、宰相与谏官之间的
权力制衡中，这里不仅承认天子在“承道”中的作
用，更将“弘道”之实落于天子。
笔者以为，王船山代表了民间舆论场建构合
法性的另一种倾向—“以退为进”式的重构与
修复，在王地位“下降”的表象后，将“君主制”视
为一种“先验性”前提，通过关注“王”与“道”的
合流与实践，将焦点引导至“王道”之治是大同
世界的归宿上，这是一种巧妙地、隐蔽而高级的
建构方式，“王”被推高至更加“不可触碰”境地。
既然王权制度合法性无法质疑，那么只好将治统
希望寄托在君王对道统的践行上，因为治统永存
的环境下道统也能永续。正如台湾学者林毓生
所说，传统儒者对于道统与政统（治统）的认识存
在着分歧，但是“他们从未怀疑作为理想的‘内圣
外王’的合理性……政教合一理想的合理性与作
为文化中心象征与社会中心象征，秉承天命在结
构上体现政教合一的天子制度，在传统中国从未
崩溃” [59]。从早期秦汉时代的汉武帝、董仲舒等
人代表的“官方舆论”奠定了合法性逻辑的基调，
到后世韩愈、朱熹、王船山等“民间舆论”的不断
修缮，合法性建构更加全面、成熟。
总 之，将 信 仰 由“天”引 渡 至“道”再 下 自
“圣”，看似是权力的不断下放，实则是进行一种
“聚权”实践。具体说来，有三个步骤：首先，将不
可得的“天意”、“天志”信仰转至对万物之“道”
的追求，而“道”（如言谈之道、交往之道等，“道”
的本意即规律）可感、可悟，具有可接近性。其次，
通过圣人载道，圣王相通的舆论建构，拔高圣人
以反证自身。最终，在强调后天学、修可获至“圣”
性（朱熹、王阳明等）和“圣”性的落实离不开有
“德”、“功”的帝王（王船山等）的基础上，构筑君
王恩施百姓便是践行圣人之实，惠泽天下便是彰
显圣性的合法逻辑。这点刘泽华先生看得深刻，
他在论述君王所构建的统治秩序时说：“多半是
先把天人化，然后又以天为依据论证他们所认定
的社会秩序是合理的、必然的。也就是说，多半
是先把主观客观化，再把客观主观化，其特点是
[52]王夫之.读通鉴论[C]//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568.
[53]王夫之.读通鉴论[C]//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1148.
[54]王夫之.读通鉴论[C]//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851.
[55]王夫之.尚书引义（卷5）[C]//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401.
[56]王夫之.读通鉴论[C]//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669.
[57]王夫之.读通鉴论[C]//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669.
[58] “环相为治”的核心大致为：“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
言为功。”（参见王夫之.《宋论》卷4[A].《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122.）
[59]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G]：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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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和客观循环论证，主观与客观混为一体。而
在主观的因素中，又不是人人相同的，其中帝王
（还有圣人）扮演着主要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或者说，这种秩序根本上就是为帝王而设的。” [60]
表面是对“王”进行的制度改造与道德约束，实则
当“王”汇合神、圣的舆论生成后，便实现了合法
性的再一次强固。
四、“水舟相依”的舆论浸润：合法性的依民底
色
李冬君教授指出：“王权的理性化总是适可
而止的，……因为彻底的理性化最终必将否定王
权。这样王权便从理性化转向神秘化。” [61]其中
的潜台词是觉醒的理性会反噬王权合法性，这似
乎类似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合法
性危机》中所言的，“道德争执归根结底不能用理
性解决，因为推导出道德命题价值的前提是非理
性的” [62]。但两者之间是有根本性区别的，首先，
合法性并非一种道德价值判断，它至少是部分需
要理性的，虽然有时会借助蒙昧；其次，理性化的
王权掣肘并不意味着必然要转向神秘化，它还应
包括“与民分权”的“依民”转向。法国社会学家
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在总结韦伯政治思
想的基础上，对合法性做出的终极判断是“‘经同
意而统治’乃是一切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63]。
这 里“同 意”的 对 象 显 然 就 是 合 法 性 舆 论 的 主
体—民众。然而，上文提及的，指向“神”、“圣”、
“王”的三种舆论建构模式似乎都是自我完善的
进化，分权没有落至于民，更没有把“民”看作合
法性的决定者，而是悬置在“愚民”、“使民”的位
置。如果说前三种方式是一种权力收紧的取向，
并带有一种“强制性”色彩的话，那么“依民”的
舆论建构则是一种真正的“权力扩散取向”，只有
将评价标准“柔性”地浸润于民意中，突破了合法
性封闭在“官方舆论场”中自我塑造的藩篱，才有
可能获得广泛的“舆论力”。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依民”舆论在合法性
建构中的缺场，或者根本不需要这种“舆论力”？
当然不是，事实上“依民”舆论在中国古代政治生
态中从未缺席，它不仅发觞久远，而且大量的证
据显示舆论确实对王权的获取、稳固、消亡有着
巨大的现实力量。
依现有的史料看，中国古代的依民（民本）舆
论应初萌于周代，《尚书》《诗经》等文献可佐证。
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并完全从崇神中解脱出来，
商人“帝”（祖）到周人“天”的信仰迁移的中神
性力量并未被彻底消弭，按陈来的说法，这两者
的位格是一致的。[64]因而，此时的“民本”是有限
定性的出于“天”。譬如，“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
下王”（《洪苑》），王身兼“天子”与“民父母”之位，
如若违逆了天眷顾民的初衷，便会丧失王权。《康
诰》中周公劝诫康叔时，一再强调“用康保民”、
“宏于天”的重要性，他说文王被委以大命（为王）
是因为他的德行被上天知晓，王者最重要的是遵
循先贤圣哲的教导以求百姓安乐，发挥上天的大
德。再如，“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大诰》），“天
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诗
经·大雅·烝民》），等等，也都是这个意思。由“天
立君为民”到“民意即天意”的舆论建构下，民与
天 实 现 了 勾 连。 为 民 即 是 为 天，君 权 神（天）授
即是君权民授，王位被确立在“天与之”和“民与
之”共同作用的结果下。所以，为君者只有不断
地追求为民、利民，获得民众的舆论的支持，才能
拥有合法性权力。此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60]刘泽华.王权思想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
[61]李冬君.孔子圣化与儒者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8.
[6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4.
[63] （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M].刘东、谢维和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24-125.
[64]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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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的观念体系中，王也被划归为“民”。“非
天夭民，民中绝命。”（《商书·高宗肜日》） 这里的
“民”就是指王。梁玉绳《瞥记》对此解释为：“盖
对 天 而 言，天 子 亦 民 也。《酒 诰》曰：‘惟 民 自 速
辜。’民为商纣。” [65]周人把过往的先王都称之为
“民”。在巫觋思想仍然盛行的周初，周人能够认
识到民之于王权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客
观上打开了民本思想的阀域。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在诸子们经世哲学的
理性建构下，民与天的连接便被斩断了。西周的
“天命不于常”，进一步明确为“社稷无常奉，君臣
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舆论中“民”
与“民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议题。鲁哀公
问政于孔子，孔子明确回答说：“为政在人。”孔子
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仁政”，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
“民”，即“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
而》）。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政”，一再强调
“仁政”与王权的共生性。他劝诫梁惠王“省刑罚，
薄税敛，深耕易耨”，因为这有“壮者以暇日修其
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才能
“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墨子的功利哲学，评判君王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
就包括：“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和 “观其中国家百
姓人民之利”（《非命上》）。一言以蔽之，只有“依
民”才能长治久安。反之，倘若违逆民意，政权就
有被消解的可能性。战国时期太史墨分析鲁国
季氏兴衰时认为，害民之君（鲁君）客死异乡是符
合天道的：鲁君“世从其失”以至“民忘君矣”，昭
公“世修其勤”，民意此消彼长，因而昭公取而代
之，政权更迭“自古以然”，是合理的。管子直言：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这些都
清晰地表明，君、民、国三者休戚相关。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在 漫 长 的 历 史 河 流 中，“依
民”舆论本身也会成为不同时期合法性建构所采
借的“思想媒介”[66]。我们由最早见于春秋时期，
后经由士人的倡导而逐渐被接受为传统政治文
化的“舟水”之喻，可以发现“民意”与“政权”的
共生机制。这一隐喻首现于《荀子·哀公》：“且丘
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
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将“君、
民”关系视为舟与水的关系，水与君、舟与民成为
舆论的主客体，“舟行于水”下的载舟与覆舟皆是
舆论（民意）使然。后来，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
引《汤诰》中将这一隐喻凝缩为：“人视水见形，视
民知治不。”民为水，君在水中看见自己的倒影来
识别面目，以此喻指民为执政好坏的评价标准。
《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中载，东汉名将皇甫规
以“贤良方正”之名义，向梁太后提出治国建议时
也把“舟水”之喻搬了出来：“夫君者舟也，人者水
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 [67]及至
唐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劝诫君主李世
民要“畏人言”，勿忘“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68]。
唐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
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69]两人的言论，相得益彰。
可见，“民本”舆论似乎贯穿整个古代社会，
譬如“水舟”之喻，虽源于先秦，但在汉、唐及后
世均被反复提及，古代君王总是通过不断复活与
召唤“得乎丘民”而“得天下”的统治逻辑，用国
昌民安等功绩反证自身为王的合理性，并以此奉
为“明君”的评价标准。因此，我们很难像其他三
种建构路径一样，找出“依民”迸发、转向的鲜明
历史节点，它更像是贯穿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一
抹意蕴深远的“底色”。毋庸讳言，这种舆论建构
方式，并没有出离“君”本位，或具有独立政治实
[6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1012.
[66]参见张彦民、张霄亭合译.思想传播学[M].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
[67]范晔.后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4：767.
[68]吴调侯、吴楚材编.古文观止[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370、335-336.
[69]吴兢.贞观政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33.
博士生新论
91
践的空间，实际上只是一种系统论证、全面规范
君主制度的思想。张分田说，“民本思想”或许只
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70]，这种
评价是切中肯綮的。
五、结语：合法性建构的舆论博弈与共谋
所谓政治，就是建立合法的社会/生活秩序。[71]
一个制度的充分有效，必须具有适用于整个政治
空间的普遍有效性和政治意图的得以完全传递的
通达性。一个权力无法涉及的“法外之地”的存
在，必是后续一切混乱和无序的根源。“舆论”不
仅是社会的“晴雨表”与“温度计”，更是社会制
度建构与变革的现实力量。19世纪英国著名法学
家与史学家戴雪（A.V.Dicey）在论述律法与公共
舆论之间的依赖关系时指出：“人类制度的存在于
变迁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依赖人类的思想与情
感……（即）它依赖社会的意见。”[72]
王权与舆论的关系亦是如此。史学家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与柯文（Paul A. Cohen）在解
释中国近代史时提出的“冲击—反应”（impact-
response model）模 式，为 我 们 用“舆 论”视 角 解
读王权思想提供一些启发：或可将“舆论”与“王
权”（制度、思想）的视为另一种维度的博弈，即
舆论不仅是传播学者眼中感知社会的“皮肤”，更
是“冲击”王权“建构”合法性诠释的有生力量。
在历史构建“宏大模式”中注入“传播”运行机制
（英尼斯）的基础上，将“舆论”作为社会事件与制
度发生机制的焦点。某种程度上，合法性建构确
是在“王权”与“舆论”的互动调试中逐步“稳帖
和洽”：巫觋文化盛行的早期社会巫王同宗，合法
性来自于“神”性舆论的加持；春秋战国社会动荡
与舆论思潮空前活跃的背景下理性被凸显，合法
性被注入了“圣”的血脉；秦汉一统下封建统治政
治形态基本完备，社会亟需发展出具有广泛钳制
力的正统（官方）舆论以维持治理框架的稳定和
治世逻辑的圆满，于是在秦始皇、汉武帝和董仲
舒等人的不断复写下，政治力量逐渐介入合法性
舆论中，促成了“舆论一律”和“两种舆论场”摩
荡下的共谋；漫长的中国封建史中，民之所“舆”
始终关系着帝王之“权”，“民意”早已化为一种
柔性力量浸入王权统治的刚性思维中，衍生出荀
子、刘 向、李 世 民 及 其 后 世 反 复 言 及 的“水 则 载
舟，水则覆舟”。概言之，就王权思想的发展史而
言，舆论包含士人言论与民间“一般知识、思想与
信仰”（葛兆光），以历史之“舆”为研究中心，将
“王权”合法性的建构脉络做“舆论学”视角式的
内在理路，重新观摩历史变迁中的动力机制，不
啻为一种体悟历史“心境”的蹊径。因为，“舆论”
不仅是贴近古代社会的“心”，也是制约历史发展
的“力”。
[70]张分田.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1-2.
[71]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1.
[72] （英）A.V.戴雪.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M].戴鹏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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